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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结合重要教育政策文本、关键教
育事件和现实数据，探寻中国高等院校调整变革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７０年来，我国高等院校调整经历了以建设单科性院校为主、急躁冒进与急速缩减相继、注重多
科性院校发展、推动高校综合化发展、质量与绩效并重五个演进阶段。反思我国高等院校调整
变革的历史路径，对于新时代高等院校的区域布局、资源分配、结构优化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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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纵深改革持续
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提出将高等教育发展上升至
国家战略高度，规划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蓝图。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际合作和竞争
的不断深化，我们必须加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继

续推进高等院校结构优化调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
育强国的转变。纵观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高等院校
调整变革的历程，探析不同时期高等院校调整变革
的复杂背景和历史动因，总结高等院校调整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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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能够助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
发展。

一、以建设单科性院校为主的
院系调整（１９４９－１９５７）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需要尽快整合社会
资源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多方面需求，高质量
的人才队伍是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１９５０
年６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会议提出高
等教育应首先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并将苏联高等
教育模式作为高校院系调整的主要资源，为我国高
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方式规划了蓝图。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为院系调整扫清了思
想障碍。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
“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
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标志着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次院系调整工作正式拉开序幕。［１］此
次调整以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的高校为重点，旨在
改变传统大学模式并形成系统、有序的院系模式，培
养满足新中国建设发展所需的人才。

１．综合性大学分化改建为单科性院校和文理综
合大学

１９４９年之前，我国高校多为综合性大学。新中
国成立初期则“以俄为师”，大力发展适应计划经济
体制的单科性院校，尤其是重点建设工科院校。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中，工学院、农林学院、师范学院、
医学院等被从综合性大学中分离出去，成为专业化
的单科性院校，或是与同类学院合并。“五大母校”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
学）除浙江大学保留工科成为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
外，其他４所院校均调整为文理综合大学。［２］同时严
格依据工业化发展需求，新设了钢铁、地质、土木、水
利、电机、机械、航空工程等工业专门学院。［３］经此次
大规模的调整，全国的综合性大学缩减至１９５３年的

１４所，工科、农林、医药、师范院校数量则上升至１２９
所。［４］人文社会科学因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
求，被大幅削减，一些综合性大学保留文、理学科，成
为文理综合大学。院系调整到１９５３年底基本结束，

１９５４年只进行了小规模的个别调整（见表１）。将综
合性大学分化调整为以工科院校为主的单科性院
校，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培养了大量专门工业
科技人才，也为１９５３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培养了针
对性的人才，满足了计划经济的需要。

表１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各类高等院校数量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５０年 １９５１年 １９５２年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４年

综合大学 ４９　 ５０　 ４７　 ２２　 １４　 １４

工业院校 ２８　 ２７　 ３６　 ４３　 ３８　 ４０

农林院校 １８　 １７　 １５　 ２８　 ２９　 ２９

医药院校 ２２　 ２６　 ２７　 ３１　 ２９　 ２８

师范院校 １２　 １２　 ３０　 ３３　 ３３　 ３９

政法院校 ７　 ３　 １　 ３　 ４　 ４

财经院校 １１　 １２　 １９　 １２　 ６　 ５

语文院校 １１　 ６　 ８　 ８　 ８　 ８

艺术院校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５　 １５　 １４

体育院校 ２　 ２　 １　 ２　 ４　 ６

其他院校 ２７　 ２０　 ４　 ４　 １　 １

合计 ２０５　 １９３　 ２０６　 ２０１　 １８１　 １８８

　　注：其他院校指多科合设的院校、民族学院。

２．私立大学转为公立大学
新中国成立前，私立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

人自主创办的学校，如南开大学等；一类是外国教会
组织创办的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等。１９４９年我国
各大城市公私立学校在校生中，私立学校在校生人
数比例高达３８％，上海、广州私立学校的在校生人
数甚至远高于公立学校在校生人数。［５］１９４９年我国
高校共２０５所，其中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私立大学

６１所，教会大学２１所。［６］解放后，燕京大学等私立
大学由解放军接管，秉持“维持现状，即日开学”的原
则，私立大学的原有运作系统和下设部门得以保
存。［７］新中国成立后，私立大学渐渐显露出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如办学经费来源各异、办学质量参差不
齐、部分学校拥有较高的办学成效却缺少资金支撑
等，私立大学的改造势在必行。１９５０年８月，教育
部出台《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对私立大学
的办学方针、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权利归属等问题
作出具体规定，要求私立大学向教育部上报学校概
况，重新申请立案审查。在该办法的指导下，政府坚
持“积极支持、逐步改造、重点补助”的方针接管改造
教会大学，其中１２所教会大学被收归国有，转为公
立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其余９所则改为
由中国人自主办学，政府部门予以适当资金补助和
政策倾斜，如东吴大学、齐鲁大学等。［８］随着院系调
整的大范围开展，私立大学全部收归国有，师资、设
备、土地资源由政府统一调整分配，私立大学或将系
科纷纷并入其他院校，或直接更名后改为公立院校。
比如，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各系并入南京大学同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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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其他系科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公立金陵
大学［９］；岭南大学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合并为
华南医学院［１０］，工程相关系科与广东工业专科学校
合并为独立的工学院［１１］。私立大学向公立大学转
变的工作从１９４９年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３年，从一开始
的保持维护，到后来的部分接管、改造，再到最后的
完全接管、归为公办，其中既有财产权和行政权等权
力归属主体的转变和院校名称的改变，还有校内人、
财、物等资源的移交，私立大学在体制制度、物质资
源上全面解体。

３．调整高校布局，内迁教育资源

１９５２年开始的院系调整并未解决高校地域分
布不合理的问题。１９５５年，华东地区高校数量高达

５５所，华北地区为４１所，分别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２８．４％、２１．１％，两个地区集中了全国一半的高等教
育资源。［１２］高校地域分布不均衡、不合理，直接影响
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和平稳运行。１９５５年，
高等教育部提出《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１９５５年基
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出台《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
高等工业学校院系、专业调整、新建及迁校方案（草
案）》，要求高校避免过分集中，应均衡分布师资、院
系专业等教育资源，合理规划建校规模，并将上海、
天津、浙江、广东等沿海大城市的高校整体或系科专
业迁往西安、兰州、太原等中西部地区。［１３］如交通大
学的大部分专业和师生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交通大
学，加强了陕西的高等教育力量。同时，沿海地区实
力雄厚高校的部分师资、教学设备也被调入中西部
地区高校。１９５５年开始的沿海大城市高校内迁工
程，是一次高校战略性转移，扭转了高校地区分布不
均衡的局面，推进了内地优势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极
大地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建设。

二、急躁冒进与急速缩减相继的
院校调整（１９５８－１９７６）

１９５７年，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院系调整工作基
本结束，形成了以单科性院校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
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防建
设的加强和优整等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
保障。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一五”计划的基
本完成，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苏联模式在我国应用
借鉴的存续问题，思考如何摆脱“全盘苏化”的束缚，
开展大胆的自主探索尝试，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社
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是艰巨而又复杂的，高等

教育领域在经历了“大跃进”时期急躁冒进的高校创
办热潮后，又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
指导下大量撤并高校，接着在进一步探索中走上了
“文革”这一更深的迷途，刚刚形成的高等教育办学
模式遭遇了一次大范围、深层次的冲击。

１．院校数量迅速膨胀（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
线，全国上下积极响应，掀起了一股“大跃进”浪潮。
同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
示》中提出，将“多快好省”贯彻落实到教育事业当
中，除了国家办学之外，企业、农业合作社等都应当
积极参与办学，要求大力发展中等、高等教育，争取
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全国有条件、有意愿的青
年和成年都能够顺利接受高等教育。［１４］在该指示的
号召下，全国各地企业、农业合作社等纷纷响应，积
极投身于高校办学当中，一时间，以工业、农业、医
药、师范院校为主，各类高校数量迅速膨胀。１９６０
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生人数较 １９５７ 年增长了

２３８％，各类高校总数较１９５７年增长了２４５％，其中
工业、农业、医药和师范类院校数量较１９５７年分别
增长了９７３％、５４３％、４５１％和２９１％，其他院校数量
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１５］这段时期还涌现了一大批
“红专大学”，如河南孟津县翟泉红专大学、禹县鸠山
红专大学等。［１６］不少省市盲目新建、改建高校，甚至
几天内便建起一所高校。高校数量迅速增长的背后
则是教育教学质量的严重缩水，新设高校办学条件
较差，各方面资源难以达到高校开设标准，违背了高
等教育发展规律，一味追求数量却忽略了质量。

２．高校数量急剧减少（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盲目创办高校的弊端逐渐显露，１９６１年１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针对下一阶段的国民经济建设提
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紧接着，教育
部于北京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研究贯
彻党的这一方针，针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全方位的
调整和压缩。１９６１年９月，中共中央批转试行《教
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高校教
学工作、总务工作、政策执行、办学体制和意识形态
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保证了高校裁并工作的顺利
进行。在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各地轰轰烈烈办高校
的局面得到控制，大量高校以撤销、合并等方式进行
全面调整。比如，１９６１年天津撤销天津技工师范学
院、河北科技学院，将天津工农师范专科学校并入天
津师范学院；辽宁于１９６１年裁撤了１６所院校。［１７］

经过此次调整，全国高校数量由１９６０年的１２８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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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至１９６１年的８４５所。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共中央
批复《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
的报告》，要求各地重视高等教育办学质量，进一步
调整高校数量，缩小办学规模。在一系列的指示要
求下，各地加大调整力度，大幅裁减高校数量。到

１９６２年，我国高校数量缩减至６１０所，１９６３年缩减
至４０７所，此后数年，全国高校数量基本稳定在４００
所左右。［１８］八字方针指导下大刀阔斧的高校撤并工
作，遏制了“大跃进”思潮下各地新建高校的狂热浪
潮，扭转了“注水式”高校横行的局面，极大地缓解了
高等教育质量堪忧的问题。

３．院校调整成果付之一炬（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１９６１年的院校调整工作纠正了“大跃进”时期
的冒进之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逐渐走向正轨，高校
数量也趋于平稳。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上海《文汇报》发
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文革”
之火，１９６６年“文革”全面爆发。自此，全国各领域
陷入十年动乱之中。在这期间，高等教育事业遭到
了严重的打击与破坏。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五·
七”大学与“七·二一”大学异军突起，全国办起了高
度统一、平均分配的公社化“大学校”。［１９］１９６６－
１９７０年间，全国大部分高校停办、停止招生，部分高
校被撤销、合并、迁往小城市或农村，部分高校师生
及其家属被下放，高校内部的图书馆、教学设备、教
材等教育教学资源遭到损坏。例如，１９６５年，北京
有５５所高校，“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等１８所院
校被撤销停办，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等１５
所院校迁往外地，７所院校被合并，１９７２年北京仅剩

１８所高校；１９６６年福建有高校１０所，在校生１５２９７
人，１９７０年时仅保留了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和福建
医科大学，在校生仅有７３５人。［２０］从全国各类院校
的开办情况来看，６所政法院校全部被撤销，财经院
校仅剩２所，农林院校中有２３所迁入小城市或农
村。［２１］“文革”使得高等教育事业陷入混乱破碎的局
面，一举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院系调整的大部
分成果，人才培养和高校发展出现严重断层，使得新
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蒙上了阴霾。

三、注重多科性院校发展的
院校复苏调整（１９７７－１９８９）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宣告结束，千疮百孔的高
等教育急需进行全面、彻底、系统的调整改造。１９７７
年１０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
意见》，恢复了停滞十年的高考制度。１９７８年１２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
进程，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
把各领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这一时期，恢复和新建了一批高校，高校人才培
养和教学科研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高校升格层出
不穷，以扩大高校规模、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需求为
目的的新的高校发展模式即“建立分校”逐渐发展并
成熟起来，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１．恢复和新建各类高校
“文革”结束后，我国科教工作踏上新的发展轨

道，“文革”中停办的各类高校相继复校，不同类型的
高校也逐步建立起来。１９７７年５月，西南政法学院
恢复开办，同年，又恢复和新建了辽宁建筑工程学院
等５所院校。１９７８年２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
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恢复了
“文革”前的６０所重点高校（中国人民大学等５所暂
未复校），同时新增云南大学、西北大学等２８所高校
为重点院校。［２２］１９７８年４月，国务院批准恢复和增
设江汉石油学院、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等５５所高校，
批准恢复、新建７所政法、财经、艺术类院校。同年

１２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新建１６９所高校。［２３］此
次高校恢复、新建工作为“文革”结束后最大规模的
一次调整工作，保证了各类院校的多科性、专业化发
展。随后几年，国务院又陆续批准恢复或增设了部
分院校，１９８６年时全国共有１０５４所高校，是“文革”
结束时的２．７倍。［２４］１９８５年万里在全国教育会议上
指出，高等教育发展应转向挖掘现有院校潜力，而不
是继续无休止地新建高校。之后，我国开始控制高
校新建的规模和数量，１９８７年高校恢复重建工作基
本结束。与“大跃进”时期疯狂盲目地新建高校不
同，这一时期的高校恢复与新建是有计划、有步骤、
有根据地开展的，是综合考察“文革”后高等教育事
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走向作出的科学安排。

２．“应急式”的高校升格浪潮
为尽快弥补“文革”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培养

出改革开放新时期所需的人才，不少专科学校陆续
升格为本科，使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高校院系层次
结构得到了调整。事实上，早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
时，就有部分学校通过升格提升了层次，如华东药学
专科学校升格为华东药学院、成都体育专科学校升
格为西南体育学院等。［２５］但彼时的升格现象并不多
见，且十年浩劫使过往的成果消失殆尽。１９７８年开
始，高校升格热潮初显，部分中专升格为大专，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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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身一变成为本科院校，如１９７８年大庆石油地质学
校（中专）直接升格为江汉石油学院（本科）。［２６］１９８６
年１月，国务院颁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
规定高校名称应当严格根据自身条件来命名，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地专科学校的升格。这一时期的
高校升格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文革”遗留下来的严
重矛盾，提升了专科的教育资源和办学质量，为改革
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

３．新的“分校”建立起来
除高校升格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办

学形式，即建立大学分校。１９７８年，天津依托大学
创办大学分校，旨在以老牌优质高校为依托，扩大现
有高校的招生规模，满足当时的高等教育需求。在
相关部门的协作支持下，天津共建立了９所分校，其
中天津大学８所，南开大学１所。［２７］这一举措缓解
了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形成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的良性循环。天津首创的这条高等教育发展新路
径，很快便得到各地的效仿。如上海新设复旦大学
分校等１３所分校，并分别于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进行两次
分校调整工作，１９８０年撤销上海工业大学分校等５
所分校，１９８３年将复旦大学分校、华东师范大学分
校等５所分校合并改建为上海大学。［２８］１９８７年１０
月，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设立分校（分
院）问题的通知》，肯定了１９７８年以来设立分校对专
门人才培养与积极性调动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
部分学校存在布点分散、教育教学质量低、学校管理
水平不高等问题，要求各地整顿现有分校，新设分校
需严格按照规定经国家教委审批。高校的分校热现
象得到控制，现有的分校经全面整顿，纷纷独立出
来，融入当地高等教育体系当中。

四、推动高校综合化发展的
院校调整（１９９０－２０１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已不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
来。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高校尽快转变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市场
化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我国迎来了又一次全面的
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工作。１９９３年２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集
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注重深化高
等教育体制改革、优化高等教育发展结构、提高办学
质量。［２９］１９９４年７月，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管理方式、办学质量等提出进一步要求。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年间召开了三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座谈
会，明确以改革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为方向，提出
“合并”、“划转”等五种改革形式，高校的变革调整势
在必行。１９９８年８月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以及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３日国务院批转《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将这一次院校调整推向了高潮。

１．单科性大学合并重组为综合性大学
与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相反，这一时期的院校调

整以合并为主。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需要，高校也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一些单科
性院校和文理综合大学突破原有办学模式，打破单
一的隶属关系，合并重组为学科门类更加全面、面向
更广的综合性大学，实现了单一型人才培养向全面
型人才培养的转变。比如，１９９３年，江西大学和江
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１９９４年，四川大学和
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为四川联合大学；１９９４年，南开
大学与天津对外贸易学院合并为新的南开大学。

１９９８年１月，李岚清在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交流
会上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在
江泽民对２１世纪高校建设要求和八字方针的指示
下，参与合并的高校数量激增。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间，

共有７７５所高校参与合并，最终重组为３０６所高

校。［３０］到２００３年，高校合并步伐逐渐放缓，表明这

一阶段的调整合并工作基本结束。此次高校合并调
整工作历经十余年，涉及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以及中
等专业学校，战线之长、规模之大均超过１９５２年。

合并重组整合了高校的办学资源，大幅提升了高校
的办学实力。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
深入推进，在高校合并与调整的过程中，也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行业院校划转地方的改革，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由“条块分割”转向“条块结合”。１９９８年，国务
院颁发《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改革
的决定》，对原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等９个行业
管理部门所属的９３所普通高校、７２所成人高校以
及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大部分高校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的
管理体制。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又对原兵器、航空、航
天、船舶、核工业五大军工总公司及铁道部等４９个
国务院部门所属院校进行大规模调整。截至２０００
年，有４００余所行业高校划转地方。［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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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民办院校突飞猛进
经过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我国所有的私立大学

都收归国有转为公办，私立高等教育自此销声匿迹。

１９７８年，中山业余大学恢复新建为湖南中山进修大
学，民办院校重新回到大众视野。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
间，部分社会力量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创办起民办
高等院校，此时的民办高校数量零星、力量薄弱，是
以辅导培训为主的私立机构，并不具备正规的学历
教育。１９９３年３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
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
六字方针。［３２］同年８月，国家教委颁布《民办高校设
置暂行规定》，肯定了民办教育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在以上政策文件的指导下，各地民办
高校建设突飞猛进。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间，民办高校
（包括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和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
构）由４５０所增加至１２３０所。［３３］１９９７年《社会力量
办学条例》的颁布和１９９９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的召开，进一步增强了民办教育的办学地位和支
持力度。这段时期，不少公办高校纷纷转制为民办
高校。例如，１９９８年底，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
校转由浙江万里教育集团承办；１９９９年义乌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转制为民办高校。［３４］同时，一种新的民
办院校模式即“独立学院”也产生与发展起来，独立
学院是由公办学校和社会力量合作举办，采用民办
机制办学的高等院校。１９９９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成立，开启了独立学院办学的新模式，这时的独立学
院还很不规范，普遍存在“冒牌”、“校中校”等问
题。［３５］２００３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
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
见》，对独立学院作出全面调整和规范。处在新的世
纪转折点上，民办高等院校得到快速发展，一定程度
上刺激了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缓解了政
府的财政压力，极大地丰富了高等教育资源。

３．高校“更名热”
伴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掀起的高校合并热潮，

中国高校也迎来了“更名热”，大量高校纷纷更名。
高校的更名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名称愈发响
亮气派。高校或是想借助更名彰显自己的学校实力
以吸引生源，或是想借此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因此
将名称由“学院”改为“大学”，将地方前缀改为省级
或“中央”。例如，１９９６年，贵州工学院更名为贵州
工业大学；１９９７年，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更名为燕山
大学；２００２年青岛海洋大学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
二是淡化专业或行业特色。一些高校抹掉了原有校
名中特征明显的“冶金”、“矿业”等学科名称，改成了

包含性更广的“工业”、“理工”、“科技”等名称。例
如，１９９９年武汉食品工业学院更名为武汉工业学
院；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矿业学院更名为黑龙江科技学
院；２００１ 年，南京化工大学更名为南京工业大
学。［３６－３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高校更名数量直线增长，

２００４年达到顶峰，在这之后，高校更名的热情逐渐
消减下来，平均每年更名数量为４０所左右。［３８］高校
更名有不同类型院校合并为综合性大学而非改不可
的院校，也有想趁此更名热潮包装自己、提升社会形
象的院校，这也使得一部分高等院校在“更名热”中
丧失了品牌特色。

五、回归质量与注重绩效并重
的院校调整（２０１２年至今）

在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发展带动下，我
国高校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水平、社会服务
等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在新时代，高等教育更需
要面向国际、面向未来，打造办学特色，扎根中国大
地办大学，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提高高等教育的核心
竞争力。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阐明了党中央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
要战略决策。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
要推动高校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现代化建设，实现高等
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３９］２０１７年１月，

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对“双一
流”建设的具体内涵、条件和程序等方面作出明确指
示。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各地纷纷出台地方“双一
流”建设方案，高校迎来了再一次的调整变革。

１．有条不紊的高校更名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间是高校更名的第一波浪潮，

２００４年之后的几年里，教育部严格审批高校更名，
一时间高校“更名热”逐渐停歇。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发
布，其中明确规定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发展。部分
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校并更名，
高校更名浪潮逐渐回温。比如，２０１１年，郑州大学
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转设更名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
院，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学院转设更名为青岛工学院
等。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十二
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规范了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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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更名的相关条件，要求高校更名要体现学科特色，
并且不得使用“中国”等同义字样，不得以个人姓名、
非学校所在地地域命名。［４０］这使得高校在更名时更
要深思熟虑，高校更名数量因此有所减少。２０１２年
底，借着党的十八大的“东风”，高校更名热情再次高
涨。比如，２０１３年，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更名为北京
建筑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大连外国语大学；

２０１５年，石家庄经济学院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中
国计量学院更名为中国计量大学；２０１７年，上海电
力学院更名为上海电力大学等。２０１０至今，年均高
校更名数量有波动地保持在４０所左右。这段时期
的高校更名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严格根据相关政策
文件开展的，是有规范、有规划、有规矩的更名。

２．院系建设由“大而全”转向“新而精”

２０００年左右的高校合并重组中涌现出大批的
综合型大学，这些大学整合了众多学科，院系设置表
现出明显的“大而全”特征。进入新时代，在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方向中，
高校院系调整向追求“新而精”转变。一方面，高校
有选择地整合内部资源，集中力量打造优势学科，学
科建设由注重全面多样化转向追求卓越的内涵发
展。比如，北京大学启动“３０＋６＋２”学科建设方案，
计划２０２０年时重点建设３０个国际一流的精尖学
科；２０３０年部署北大理学等６个综合交叉学科群；
未来突出临床医学和区域国别两个前沿与交叉学科
进行深度研究。［４１］另一方面，我国基于国家发展战
略和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需要，面向未来，提出
“新工科”、“六卓越一拔尖”等高等教育建设计划。
“新工科”要求高校工程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指导，创
新工科院系结构，形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工程教
育模式，为中国新产业、新科技的发展培养新型国际
化工程人才。“六卓越一拔尖”是教育部联合各领域
相关部门出台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计划，要求高校
加快调整院系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实现
卓越工程师、医生、农林人才、教师、法治人才、新闻
传播人才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工作。［４２］

３．强调绩效的高校优化调整

２０１５年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推动“双一流”建设
必须注重一流、学科、绩效和改革四方面的有机统
一，重视绩效的导向作用，构建公平合理的评价体
系，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４３］“双一流”建设既是对
高校办学质量和发展前景的肯定，也代表着国家和
地方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是高校加快调
整变革的深层驱动力。［４４］在该方案的指导下，各地

纷纷出台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积极引入第三方评
估机构对高校进行绩效考察，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
之后的财政经费支持力度。如２０１５年，四川发布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方案》，上海发布《高等学校
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等，均对本地高校的“双
一流”建设作出安排部署。“双一流”建设催促着高
校自身也开始调整内部评估机制，以绩效为杠杆对
院系学科进行针对性调整，集中资源抓好优势学科
的内涵，分析改进弱势学科的建设方向。在绩效指
标的压力下，也有部分高校为了集中资源办好一流
学科，裁撤了部分弱势学科甚至相关院系。如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结束后，南开大学、中山大
学、山东大学因教育学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学科
建设不理想，先后对其进行裁撤。［４５］不少综合性大
学也将裁撤教育学科等弱势学科提上了日程，理工
类大学则将裁撤目标放在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集
中资源办好优势学科固然重要，但弱势学科的发展
也不容忽视，不应过分强调绩效而挤占弱势学科资
源，甚至取消弱势学科。一味规避弱势学科以追求
眼前绩效的举措，并非解决问题的治根之策，也有违
“双一流”建设的初衷。

总之，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在波动曲折中逐渐发展起来，如今的高等教育体系
已基本成熟。历经７０年的实践探索，高等院校实现
了从单薄僵化到各有千秋、从单一狭隘到综合多元、
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深刻转变。新时代的今
天，面向世界和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应当加快推进现
代化建设，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中央、地方与高校
要“多管齐下”地优化高等院校内外结构，为我国各
行各业的转型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掌握国际竞争
的主动权。与此同时，要继续细化高等院校的升格
更名工作，严格审批条件和程序，保证各层次高等院
校的健康发展；要优化高等院校的资源布局，携手同
心振兴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均衡人才输出和
科研成果产出；要合理规划高校内部资源的分配利
用，正视绩效评估的工具理性，在“双一流”建设过程
中，慎重审视弱势学科院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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